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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从“求变”到“求治” 

——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 
 

杨光斌
*
 

 

【阅读提示】政治学一直被称为“国家学”，其关于重大政治议

程的认识方式即学科上所说的研究范式，往往就是直接影响人们的政

治思维方式或者政治思想观念。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方式的差异起源

于轴心文明时代，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政体论”影响了

西方两千年的政治观念，制度变迁中的政治论争一直围绕着政体形式

而展开，一直在追求“政体之变”，今天依然如此。与此不同，先秦

时期的“中国人”就致力于“致治之道”，为此而产生的现代性意义

上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和把人与国家组织起来的官僚制建

制，比西方早 2000 年左右。到了近代，西方主导了世界秩序，而处

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思想界则开始“西方取经”，先贤倡导的“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逐渐让位于思想界的“西学为体”，尤其是在冷战结

束后的一个时期内，自由主义民主即西式政体研究一时间成了显学进

而成为判断政治的尺度。但是，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事实性“中国学派”

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路走来虽然有曲折，但“中国性”身份一直延

续下来；改革开放之后，讲究实践理性的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为浮云

所遮蔽，在政治观念上得不到澄清时，他们转战到实践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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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家治理”这个最大公约数的研究议程展开了不同层次的治

理研究，“求变”的政治学范式正在让位于“求治”，或者说治理民

主的观念正在取代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此，中国政治学界在学习、反

思、批判西式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了自主性的

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和治理话语体系。这种面向“求治”的政治思维方

式大转换，是衡量“好政治”“好制度”的新坐标，也证明了中国政

治学科的建制性属性。 

 

不同的人群看待政治的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近代以来，主

导性的政治思维方式则是由学科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所塑造的。原因在

于，作为“国家学”的政治学历来有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天职，政治学

的研究范式即关于重大政治议程的认识方式，自然会演变为流行的政

治思维方式，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塑造

了西方人两千年的“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在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学

的研究范式先后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由此而决定了这些概念对人们政

治观念的建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学学科史的角度，把握研究范

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 

在学科史意义上，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资源，而东西方政

治思想史的性质的差别就决定了东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思维方式的

不同特点。西方思想史因西方社会性质的不断变革而变化，反过来，

包括了政治理论和思维范式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不断改变着政治共

同体，尤其是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的欧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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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共同体”概念实际上也适用于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欧洲。至于民

族国家的出现，比如德国，确实是“狂飙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想

象”的产物，德国思想因此才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思想史则因其历

史的一脉相承性而基本不变，一个民本思想管两千年,这是因为其背

后是大一统国家、官僚制制度和宗法社会结构、连续性的语言和文字

等“文明基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连续体1。但是，即使是在“想

象”中“求变”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及其政治学，“变”也有其时间上

的周期性，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政治学的主要使命就

是论证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及其运转机制，是“变”后求“治”。

但是，由于“冷战”的需要，论述特定政治即西方政治的学说，被建

构成“普世价值”并被用来改变对手乃至整个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因

此论证“治”的政治学，又再度成为了“求变”亦即改造他国的学说。

应该说，这已经不再是学术学科活动，而是政治斗争、国家间政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政治学的政治实践功能被发挥到极致，社会主

义阵营乃至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也确实被改变了，这才有前苏

联的解体和“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

事变”。 

中国自然也不会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

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向西方诸神取经，意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最

后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阶级斗争思维最终的结

果就是灾难性的“文革”；“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第二次

                                                             
1
 杨光斌：《中华文明基体论:理解中国前途的认识论》，《人民论坛》, 2016 年第 15 期，第 5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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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运动，这一次的取经对象是被建构成既“自由”又“民主”的自

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其实质还是以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来改

造中国，结果中国非但没有像其他非西方国家去变，而是在固本革新

中独树一帜，进而产生了让西方人着迷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或“韧性威权主义”这样的概念与显学。中国的成就必须得到正面的

解释，不能解释中国的理论不能算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必须直

面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验所成长起来的成就，它们必须上升为概念、

理论乃至范式。中国道路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解释，但我认为其中有一

个重要的逻辑，那就是：用基于两千年不变的、以“致治”为核心的

民本思想来包容并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此，“致治”是以中国

经验为基础的新政治学必须重视的核心概念与范式。 

本文首先简单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之“多变”及其缘由，然后阐

述冷战时期论证西式民主政体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学如何变成了“改

变”他国的政治学,并制造了旨在“改变”的范式，接着研讨百年来

“求变”的中国政治学的得与失，最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

研究的主要取向，建制性的国家治理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国家治理，就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国家来自社

会，但是当代政治学却只流行一种社会理论，那就是“公民社会”。

本研究认为，“公民社会”概念实际上无法与任何社会的现实相符，

因此基于“公民社会”而产生的治理理论必定只能“中看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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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政治思想史：“恒常”与“多变” 

最直观地说，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中国“恒

常”，西方“多变”。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都超乎寻常地稳

定，以至于黑格尔竟然能说出“中国没有历史”这样的话。但是我认

为，这种恒常性不是没有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西方人只不

过习惯了自己之多变而将这种延续性视为停滞。1这个新认识很重要，

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历史”与“历史

的延续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没有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的“不

变”其实是落后的表征；而在“历史的延续性”看来，中国历史一开

始就与西方不同，并且这个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早熟”或者说早发的

现代性。还如王国斌教授所言，在 1400 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

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

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2换句

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具有了“现

代性”。既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中国历史还要往哪里变呢？以

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兰克所说，到

15-16 世纪，欧洲才开始有了“近代”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

政治、政治事务的世俗化、常备军等，3还有其他近代现象诸如以文

艺复兴为标志而产生的个人自由。 
                                                             
1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6 页。 
2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 77 页。 
3
 [英]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1493-1520）》（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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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就是现代性特征，则中国的先秦政制就已具有西人所说

的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是非世袭的官僚制和郡县制；至于自由，中

国先秦时期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正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是自由的基本前提，人的自由在“黄老思想”主导的西汉政治中也

不是问题，甚至可以说黄老哲学是自由主义的故乡，在奥地利经济学

派看来，“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绝对信仰国家对于

经济和社会的完全不干预”，1因此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历经千年神权

政治的蒙昧之后才通过启蒙运动而获得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基本前提。

鉴于中国历史不可思议的“延续性”，在中国管用两千多年的思想，

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应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 

此外，我认为现代性政治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回答现代国家为何而

存在这个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必然回到国家存在这个现代性的本

体论问题。这样，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城邦的目的在于“最高的善”，

但西方现代性国家来得很晚，顶多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

的事，这是两千年“巨变”的结果。而中国在周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

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并且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有了“民惟邦本”的说法。

欧洲历史上，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封建制庄园领主，有几个共同体

是以“民惟邦本”为宗旨的？我们只知道，“太阳王”路易十四奉行

的“民众就是骡子”的国策。根据芬纳《统治史》中的梳理，除中国

之外，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征税都是出于维护统治者权力的需

要，比如豢养禁卫军和供朝廷开支。因此，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即国

                                                             
1
 [美]默里·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

凤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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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的性质重新认识，与西人所说的现代性标准加以对照。 

相反，一直在“变”的西方政治思想，历史上的很多思想在当今

的西方已经找不到踪影，它们的存在仅剩思想史或学说史的意义。其

中的逻辑并不复杂，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西方社会历经多次革命性的

制度变迁，这一方面催生了时代性的新思想，同时也颠覆和否定了曾

经“新”过的“旧思想”。思想是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制度的

产物，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更别说不同的文明背景），就应该

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为了论述上的便利，下面主要以西方政治思想

史为线索，简要地看看时代光谱中最有范式意义的政体思想： 

城邦-帝国时期的政体思想。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代表是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政体思想无疑都受到苏格拉底命运的影响，都从

心底里反对民主政治，但柏拉图对此事的回应是提出了“哲人-王”

思想，比较类似于今天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家，而亚里士多德则类似于

当今的政治科学家，他对当时的 158 个城邦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并

进行了政体分类，因此，在政体思想上，影响更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

遗产而非柏拉图——尽管“哲人-王”理想仍被一些特殊的保守主义

者如施特劳斯学派及其追随者所信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认为，城

邦是基于自然而存在的。男女之间自然地组成家庭，家庭构成村庄，

村庄联合成城邦，因此城邦是人类联合的自然形式。在自然性的城邦

中，“人类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城邦）的动物”，而且城邦在本性上

先于个人，即整体必然大于部分，因为一旦整体被毁灭，如同身体被

破坏而手足不再是手足，部分也就不复存在。在今天的很多西方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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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柏拉图一样，这一自然主义政体观颇有极权主义的味道。但是，

作为第一个政治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在细分人口结构、职业性质、

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体类型，即众所周知的三正宗三

变态六种政体，其中也包括了作为理想政体的混合政体，亦即“共和

政体”；而人口、职业、分工的变化，势必导致政体变迁。 

“希腊化的罗马人”虽然从城邦走向帝国，罗马共和国最鼎盛时

期的人口也达到了 800-1000 万的规模，但在政体理论即统治理论上

却没有什么创新，至多是波利比乌斯贡献出“政体循环说”：王制→

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统治→君主制。这是一种典

型的生物学政体观，即出生、成长、繁荣和衰落的自然主义过程，兴

盛和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1 

同一时期的中西政治思想呈现出与生俱来的差异，这种差异意味

着中国早已经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现代性”政制。第一，关于自由。

自然主义政体观也是一种整体主义观念，在古代自由中，即使是所谓

的民主制，也绝不可能有今天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更何况希腊

与罗马在经济制度上一直都奉行奴隶制，而欧洲中世纪 1000 年，更

是神权政治下的精神奴隶制，所以，欧洲人渴望个人解放之热切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的中国，没有制度上的奴隶制，

也没有精神奴役，从先秦到汉初，无为而治下的汉民享有了希腊人与

罗马人完全不能比拟的个人自由。可以说，中国人拥有的个人自由，

                                                             
1
 [英]克里斯托弗·罗和马尔科斯·斯科菲尔德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 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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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基本享有，中国的个人自由比西方早了

2000 年。 

第二，关于政体与治理。先秦-秦汉中国与希腊-罗马的第二个重

大不同是，西方人关注的焦点是小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亚里士多德笔

下仅为弹丸之地的希腊地区就有 158 个城邦，因此政体理论特别发达；

而中国人则似乎天生就追求大一统，中国也自古就是一统天下，诸国

并存的时代都被定性为非常时期，无一例外。大一统国家的统治形式

就是王制，这一点一开始就毋庸置疑，只是谁做王以及怎样做王的问

题，在此之下，中国先贤所关注的焦点就是“致治”。早在公元前八

世纪、七世纪，管仲治齐，运用的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被后人描述为“政策决定论”。比较而言，希腊-罗马几乎没有关于

治理的思想，最高的经济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工的观察（谈不

上思想），亚里士多德之后直至 17 世纪的西方经济思想一直呈衰败之

势。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所说，古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

思想的荒漠”，“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经济理论发展走向衰退，

到了后来的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时期的希腊化（Hellenistic）

和罗马时代，经济思想差不多成为了空白”。1至于说欧洲的政治经

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整整比中国晚了 2000 年。 

第三，如何组织国家。古希腊城邦都是蕞尔小邦，政体即国家的

组织形式；到了罗马时代，虽然疆域广袤无垠，但并没有发展出把帝

                                                             
1
 [美]默里·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 29、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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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组织起来的今天中央-地方关系理论所讨论的完整体系，充其量只

是个人化的代理体制。但是，中国在先秦时期，一些邦国就实行了郡

县制，这是对原始血亲政制的革命，以军功制代替带有原始社会印记

的血亲氏族制。就此而言，西方直到美国独立后才出现作为国家结构

样态之一的联邦制。这一制度，中国比西方早了 2000 年以上。 

神权政治时期的政体思想。野蛮人灭亡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进

入了“中世纪”（公元 5-15 世纪），中世纪的前半叶是神权政治时代，

是神权与王权的势不两立的政治史（二元对立政治）。 

野蛮人血洗罗马城，这使得刚刚流行起来的基督教遭到重创，被

认为是对基督教的惩罚，因此基督教需要新论述。在新柏拉图主义的

拯救人的灵魂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发明了“上帝之城”和“世人之

城”，前者的代表是基督教大公教会，后者的代表是“新巴比伦”罗

马，上帝之城最终战胜世人之城。为了抵达彼岸的“上帝之城”，奥

古斯丁创造了“原罪”说，将人世间所有的堕落、邪恶都归咎于人的

“原罪”，并且原罪是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洗清的，只有皈依大公

教会才能得到救赎。这样，教权高于王权，教会政体高于王制。奥古

斯丁将古典世俗政治学说转化为神权政治理论。到中世纪下半叶，即

到 11-13 世纪时期，不但王权在与教权的博弈中逐渐壮大，城市市民

阶级也开始成长起来，“世人之城”服膺于“上帝之城”的信念开始

动摇，为拯救神权政治学说，阿奎那适时地将自然主义的亚里士多德

学说引入神权政治理论，为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结构寻找新论述，

自然状态也是神授的秩序。也就是说，壮大的王权、新兴的市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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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神权下的新秩序。 

绝对主义国家（早期民族国家）的政体思想。中世纪的后几百年

是西方人所说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这一时期教权开始衰落，欧

洲政治史的主题变成了“斗争”：王权与教权之间、王权与各封建贵

族之间以及王权与城市市民阶级（商业力量）之间的斗争。 

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封建制经济有关联，而后者的产生具有一

定的偶然性，那就是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消灭了四分之一欧洲人口的

“黑死病”，既重创了教会政体，也催生了包含着个人自由的封建制

经济，因为人口的稀缺使得农奴变为自由民，比较自由地选择那些报

酬更好的封建庄园去劳动。壮大的封建庄园领主则演变为更有势力的

古希腊城邦式的国家，它们彼此之间的战争最终催生了一些有代表性

的基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政治共同体，即早期的民族国家雏形。在依然

存在教会政体的局势下，阿奎那改造后的包含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神

权理论为“世人之城”所用，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圣”理论——君

主统治国家，正如上帝统治宇宙。欧洲的君主制有了教会之外的合法

性来源。和教会政体的斗争以及各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所催生的早期

民族国家之所以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是因为这些共同体的权力

还非常有限，绝对主义权力只是一种斗争的目标。在这种情势下，最

终催生了中世纪之交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布丹的国家主权思想。 

资本主义时期的政体思想。文艺复兴“复兴”的是西塞罗式的共

和主义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主义，这为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

约等思想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君权、教权以及贵族权力则渐渐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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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这一重要变化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政体的诞

生。资本主义有两个“母体”，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封建制“社会母体”，

一个是容易被忽视的基督教文明这个“文明母体”，资本主义政治制

度其实是基督教文明的现代政治转化，或者说是政治的基督教。1因

此资本主义政体理论的核心只能是洛克讲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即洛克式自由主义，其实现形式就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所阐述

的议会主权。 

资本主义政体似乎符合“自发秩序原理”。在资产阶级兴起时期，

休谟提出了描述资产阶级成长的所谓“自动均衡”思想，在此基础上

又产生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这都是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学说。在此基础上，经过两百年的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政体

才基本定型。18 世纪中期，有了以英国政制为基础的孟德斯鸠的三

权制衡思想，并被作为蓝图而设计美国的复合共和政体；发明了成文

宪法的美国，还在 1800 年发明了现代性的政党制度，政党作为代议

制的选举机器角色得到承认；到 19 世纪中后期，先是出现了肯定议

会主权的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接着便是白芝浩的议会制和总统制

的比较政治学，以及 20 世纪初威尔逊的美国国会政体论。 

资本主义政体的成长似乎验证了自然法下的“自发秩序”原理，

即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分化→代议制民主→多党制→竞争性选举→

资本民主即资本权力控制下的民主政治。“自发秩序”必然是强者的

逻辑，并且，在这个逻辑之下，强者会越来越强，弱者则会越来越弱，

                                                             
1
 杨光斌：《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是西方文明的傲慢》，《求是》，2016 年第 19 期，第 56-58 页。 

 



13 
 

这是我们讲资本主义民主就是资本民主的原因。当洛克呼唤财产权的

时候，他正在贩奴；当白人去新大陆驱赶印第安人的时候，合法性也

是来自洛克，即所谓的“劳动创造财富”。印第安人不劳动，财富就

不是印第安人的，该是白人的。这就是自发秩序原理的真正逻辑。民

主本来是大众性的，但是被资本俘获之后，社会不平等就是必然的结

果，社会主义运动也势在必然。 

社会主义运动的政体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

自觉的社会运动，还是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时期的 19 世纪中

叶。社会主义以平等权为基本诉求，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其实是一种相

对于资本民主的社会民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以及其后的德国社会民

主主义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英国费边社，都是社会主义家族的重要

成员。在资本权力主宰的政治制度中搞社会民主，也只能是改良主义

的修修补补，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因此才有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和改良的马克思主义之分野。 

小结：研究欧洲思想史之变，我们有如下发现： 

第一，总的来讲，“变”是欧洲思想史的常态，一方面是制度变

迁导致花样翻新的各种政体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人思想中的“求变”

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与其他文明相比，欧洲的政体所以多变，在

某种意义上是由“观念塑造世界”这一模式造成的，欧洲的共同体都

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比如中世纪初奥古斯丁制造的“上帝之城”

观念，塑造了近千年的神权政制；而在中世纪的后期几百年，“上帝

之城”转化为世俗的“君权神圣”观念并为绝对君主制服务。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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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最初的状况产生了最初的理论，这些理论一经产生便反过来

改变西方的社会现实，从此西方的观念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就变成了

“鸡与蛋”的关系，既难分先后，也难以稳定。这是任何其他文明体

所不曾有的。 

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2000 年欧洲政治史就是社会制度和政

治制度剧烈变革的历史，不从比较-历史即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西

方政治思想史或者政治哲学史，这个领域的研究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

展。  

第三，应该看到，尽管在西方“变”是常态，但每一次“变”产

生的新思想至少能管若干世纪，比如整个希腊-罗马时期都是自然主

义政体观，“上帝之城”统治欧洲近千年；“君权神圣”主导着中世

纪后期；“国家主权”之后兴起的资本主义政体，也将近 400 年；伴

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有 200 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

会民主也是人类未来的基本方向。因此，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轨迹告诉

我们，思想之变，其根本目的其实也还是为了“治”，否则革新后的

思想也无法有效支配社会几百年。 

第四，西方的“变”中也仍然包含着历史连续性的方面。在自由

主义的政制遭遇危机后，处于危机中的人们选择了期望能拯救他们的

基督教，神权政治统治了欧洲；但是神权不但可以为教会政体所用，

也可以为世俗政体使用，这便是“君权神圣”之后新兴国家的“国家

主权”，这些都是基督教借助于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理论改造的结果；

一度中断了近千年的自然主义在被基督教改造而得以复兴后，演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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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进而催生了基于个体权利的“天赋人权”和

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招致追求平等权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

会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天赋”权利的追求。因此，欧

洲思想史中一个重大线索就是自然主义和自然法。 

第五，政体变迁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而这个“历史逻辑”其实

就是作为政体基因的社会条件。政体条件论一直是欧洲政体思想的核

心，比如亚里士多德就从未忽视对各种政体所需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分

析；到了近代，世界被航海技术联系起来之后，思想家们看到各族群

的差异，开始强调政体的民族性，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

大讲民情，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说作为最好政府形式的代议制并

不适用所有民族；在当代，罗尔斯一反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的傲慢，

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万民法》中建构了理解那些不具备西方社会条件

的非西方社会的政体标准，即不能以西方政体合法性标准来衡量非西

方社会政体。政体生长于社会之中，社会条件之重要性必要性本来就

是常识，但是执迷于某种特定制度的学者、政治家往往会忘记这个再

简单不过的常识，而盲目求“变”，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二、兼具“建制派”与“革命派”二重性的西方政治学： 

从论述自己政体合理性到改变他国政体合法性 

到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为学科规范意义上的政

治学，而作为学科的政治学在其诞生之际，研究的对象都是制度现状，

并且重点是问题，而不是制度自信。那时的西方各国不仅政治问题成

堆，思想意识领域还有卡尔·马克思与卡尔·施密特这样差异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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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但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世界政治演变为意识形态政治，

大有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味道，于是，本来是论证自己合理性与合

法性的理论，一下子转变为改变他国政治体制的工具。 

1.建制派：当下政治制度合理性的政治学说 

西方政治学是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经过几百年的成长而

最终在 19 世纪中后期才成为今天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按照其基

本内容，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归纳如下： 

国家论（国家学）。政治学长期被称为“国家学”，因为其起点

是建设现代国家。西方近代的起点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

的政治思想成就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论李维》及其他著作

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之相比），其核心论题是如何把群雄割据、纷争不

断的亚平宁半岛整合起来，并似乎有呼唤兼具狮子和狐狸性格专制君

主的嫌疑。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被认为是将政治与伦理分置的第一人。

欧陆的这一思想诉求在英国革命时期催生了同样也是呼唤秩序的霍

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主权构建模式。在霍布

斯那里，任何秩序都比无秩序要好。这一思想影响深远，亨廷顿的保

守主义思想显然与之有关联。虽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建构秩序为

其根本诉求，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个人解放和个人自由，所以他们也被

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先驱。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国家学”在马克

斯·韦伯这里得到集大成式总结，那就是韦伯著名的“国家是在特定

疆域合法地垄断暴力”的论述，流行的国家四要素（领土、人口、政

府、军队）说正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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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论（宪政论）。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并没有真正巩固君主的

主权，反而使得个人主义观念迅速兴起，自由宪政理论也由此而发展

起来：自由对应的是个人权利，宪政约束的是国家权力。自由宪政理

论的先驱无疑是洛克，《政府论》下篇最核心的主张无疑是财产权，

因此洛克的主张被麦克弗森总结为“占有式个人主义”，是少数人的

特权，因此其实质是寡头制。如果说洛克思想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奠定

了理论基础，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所完成的就是对这

一统治模式的进一步巩固。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主将的苏格兰启蒙运

动，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加系统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法

国启蒙运动则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出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唯有如此，

“财产权”才能从“权利”最终演变为控制国家的“权力”——“现

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  

政府论（代议制）。无论是洛克所主张的“议会主权”，还是孟

德斯鸠以及美国建国者所倡导的“三权制衡”原则，都是代议制政府

的具体形式，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议制的根本实现形式是

多党制与选举制，无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是如此；竞争性选举必

定使得政党与政客最终接受资本权力的控制，因此自由宪政理论最终

变成了阶级统治的理论。 

旧制度主义时期的政治学（十九世纪后期至 1945 年）研究的基

本上是上述各类政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宪法与法律。政治学的“法条主

义”传统的基本前提是：合法律性（legal）的国家、政府、政党等政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 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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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组织，具有韦伯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所以说，这一时期的

政治学属于标准的“建制派”，其根本目的在于论证既定制度的合理

性乃至神圣性。但是，资本主义政权并没有因为这些“建制派”理论

而变得让人尊敬并服从，反而渐有风雨飘摇之势。 

2.批判政治学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以及制度变迁似乎很符合“自发

秩序”逻辑，然而这一说法完全无视充斥欧洲近代历史的恃强凌弱、

以众暴寡的事实。这种鸵鸟政策是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它只

能坐视问题演化为危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代议制民主的“名不符实”。

作为寡头制的代议制民主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难题，一是资本操控公共

权力，一是民主共和逻辑本身的双重困境。 

针对第一个难题，最著名的政治学说当然首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

理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绕不开的方法论。后世

关于民主与不平等的研究，都是基于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即：政治上

一人一票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得政治与经济分裂的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人陷入人格分裂，而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便是

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巴黎公社那样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尽管巴黎公

社失败了，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却最终催生了一个新世界，帝国主义

世界体系中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民

族解放运动至少是从政治上葬送了殖民体系。 

第二个难题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托克维尔所讲的“多数的暴政”

问题，著名保守主义者埃德蒙·柏克、意大利精英主义者如莫斯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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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法国的勒庞等基本上持有相同观点。另一方面，“大众”本身

就不符合“民主”的要求。德国著名宪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认为，民

主的前提首先在于“同质性”。他说，“民主首先要求同质性，其次要

求——假如有必要的话——消灭或根除异质性。”1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果然，不顾条件推行代议制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根本无力“决断”异

质性所带来的分裂与纷争，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对此，凡是能够认

识到“大众”复杂性的学者，都会把大众民主放在社会经济条件中去

考虑。 

事实上，英国是在“同族”内搞的选举式民主，美国人不但没有

和印第安人分享选举权，甚至还对他们实施了种族灭绝——这成为后

来希特勒政权灭绝犹太人的研究案例。2基于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和动

荡不堪的法国政治，即使在冷战时期，将选举式民主论证为西式政治

合法性基础的李普塞特，也特别强调“均质文化”这个前提性条件。

3成功的西式民主都发生在均质文化中，而且是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

度之后才搞的大众选举式民主，比如英国第一次宪政改革是 1832 年，

此时距“光荣革命”已有一个半世纪；美国大部分白人拥有选举权是

19 世纪 30 年代，此时已经是建国 60 年之后，而所有民族都获得选

举权则发生在美国建国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 1960 年代。 

但是，二战、尤其是冷战之后，西方开始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自己

都从未实践过的制度——在经济落后、没有法治传统的异质文化社会
                                                             
1
 [德]卡尔·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载[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

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65 页。 
2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版。 
3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版，第 49-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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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推选举式民主即党争民主。自大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这样指点江山：他认为，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和冲突的解决办法是

“多种族化、多元化和自由市场民主”1。英美自己不但从来没有实

行过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民主，其推销的去国家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也

早在 100 年前就被他们自己抛弃了。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强加

给非西方国家的目前的这种自由市场民主的方案，即放任自由的资本

主义及普选制的双管齐下，是一种从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在任何历史时

期采用过的方案。”2 

也就是说，代议制民主本身在西方内部就是问题的根源，而把这

种带有结构性难题的方案带给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非西方社会，结果

可想而知。我们要思考的是，曾经为“建制派”的西方政治学为何执

意要以自己成问题的方案改造他国？ 

3.充当“革命派”的西方政治学：从“现代化”到“民主化” 

政治学的古老使命就是为实现“最高的善”或“最可能的善”，

即如何在一国之内实现良政。但是，冷战的爆发使得世界政治仿佛重

新回到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中世纪的 7 次“十字军东征”就是意图消

灭“异教”伊斯兰教的战争，把伊斯兰世界变成基督教世界。冷战时

期，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搞“世界革命”，推广的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

美国则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把世界变成“自由世界”，最后

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
 Thomas L. Friedman, “Today’s new Quiz,” New York Times, 2001-11-20,A21. 
2
 [美]蔡美儿：《起火的世界：为何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刘怀邵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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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赢在意识形态的战略与战术。意识形态领域是冷战的“主战

场”，1因此冷战开始后美国就全力开启了意识形态机器，社会科学则

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立”“客观”的“科学性”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所谓的“科学性”并没有改变冷战

的性质，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战争反过来完全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性质，

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变成了“政治”。今天流行的诸多影响人们思

维方式的概念，诸如自由、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合法

性等，主流方法论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基本上是冷战时期的产

物。所以说，西方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对当今人们的思想有着直

接影响的却是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

人的古典思想，他们只被用来作为陪衬或思想底色。 

比较而言，中国的古典思想则一直不曾掉线，在今天中国人的生

活中依然无处不在。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传统是断裂的而非连续

的，不但有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与古典文明之间的断裂（这一点众

所周知，虽然基督教文明把古典思想当做资源之一），还有现代思想

与冷战思维造成的断层。也就是说，在政治理论上，不但古典思想只

不过是冷战思想的陪衬，就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寡头制思想，也被

改造成政治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理论，把马克思、卡尔·施密特

等人严厉批判的思想和制度，当做捍卫自己并改造他国的好思想、好

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断层的是政治理论传统，其经济基础并没有发

生根本改变，500 年来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只不过从 16-17 世纪的

                                                             
1
 杨光斌：《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29-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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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主义，演变为 18-19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再到 20 世纪之

后的金融资本主义。 

关于冷战与美国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经有权威的研

究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要求以自由为核心而

建构作为“心理战”的社会科学。1这样，社会科学变成了旨在影响

各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宣传战”2。 

（1）研究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在这场宣传战中，先锋队就是美国政治学。1953 年成立的社会

科学委员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旨在推动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委

员会所追求的“行为研究”使命。阿尔蒙德说，在过去 50 年里，基

于老欧洲形成的“政治科学的概念体系已经逐步丧失了它的能力，甚

至无法应付西欧政治的现象”，因此必须寻求替代性术语，比如以

“政治体系”代替“国家”，以“功能”代替“权力”，以“角色”

代替“职责”，以“结构”代替“制度”，以“政治文化”和“政治

社会化”代替“民意”和“公民训练”，而“当我们把新的术语和旧

的术语加以比较时，就会有这种建立一个新的概念统一体（即范式

——本文作者注）的冲动”。3 

到 1959 年，“概念统一体”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即以统一范

式（一种共同的框架和一种相同的范畴）研究“国外政治体系”即非

                                                             
1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年版，第 5、105 页。 
2
 西方人总是把自己的社会科学当成“科学”，以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味因有“宣传部”而很浓，殊不知，

美国的官方文件曾明确规定其社会科学就是“宣传战”的一部分。“宣称战”是二战时期发展起来的行为

科学，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是其奠基人。 
3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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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政治，这个“概念统一体”就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的 7 要素（输入项：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

治沟通；输出项：法规制定-法规实施-法规裁决）成为常识，阿尔蒙

德等人认为所有政治体系都有着 7 项功能，因而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和

范畴中得到解释。果然，在《发展地区的政治》中，非西方国家的政

治，包括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东地区、

拉丁美洲地区，都被套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统一概念体”中加以解释。 

什么是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让国际社会科

学开了眼界，以一个范式解释所有地区、不同国家的政治问题。就是

这样一个“概念统一体”，硬是影响了美国政治学将近 30 年，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换句话说，

“现代化”是美国社会科学（乃至历史学）的研究主题，其内在逻辑

是“发展带来民主”即现代化，而支撑这一逻辑的就是结构-功能主

义范式，相信只要按照这 7 个功能去解释并改造“国外政治体系”，

现代化的结构就指日可待。在“现代化”这个大主题下，现代化的性

质是“民主现代化”，因此在这一时期，民主化已经被包含在“现代

化”之中，比如比较现代化的著名研究如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

主的社会起源》，其主题就是民主化道路问题。但是，事实上，发展

不但没有带来现代化和民主，反而导致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败”，

这种残酷的现实对于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不啻当头一棒。“发展带来民

主”的乐观主义方程式，完全是一种违背世界政治之历史与现实的假

说，建立在这种假说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必然逐渐式微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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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黄花。 

一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具有非历史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特

征。所谓的非历史性，就是不顾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不顾西方

政治本身的历史进程而直接炮制理论，因为这 7 个功能并不是美国与

生俱来的，美国政治即使存在这 7 个功能也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

因此这 7 个功能是终端性的“模式”，而非历史演化的“政治过程”。

比如,美国独立后的七八十年，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直到内战才打

出一个现代国家，有了现代国家却还没有现代政府，现代政府的一系

列建制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直到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才出现。在政

府功能上立什么法？谁去执法？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史，非西方国家难

道就能一步到位？ 

另外，和结构-功能主义一样，很多西方理论的所谓的“西方中

心主义”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更具体地说就是“美国模式”或者西

方模式，以“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解释并改造“国外政治体系”。

比如，政治录用讲的是“公民文化”和“政治社会化”，但问题是美

国在建国、国家成长中的“公民文化”在哪里？“利益表达”不过是

利益集团政治的另一种说法，其结果即使是在美国又如何呢？“利益

综合”不过是多党竞争而已，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的结果

如何？“法规制定”和“法规执行”是典型的“政治-行政”二分法，

如前所述，美国现代政府直到进步主义时期才形成，才有所谓的“法

规执行”功能，而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立法-执法体系都一直是一

体化的。凡此种种，结构-功能主义其实就是以“美国模式”衡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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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治体系”，其意图就是要把非西方国家改造成“美国模式”——

其核心是公民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多党政治、代议制政治。 

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看上去是一套研究地区政治的路径，其实

在推广一种政治模式。向非西方国家非历史地推行“美国模式”，失

败是必然的结局。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从古典时期到近代，所有

的思想家理论家都要讲政体的社会条件。结构-功能主义的“非历史

性”特征就意味着，从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之后，社会条件已经不是西

方政治学者关注的重点。不讲条件地推广自己的政体，结果只能是从

失败走向失败，步结构-功能主义命运后尘的是推广民主化的转型学

范式。 

（2）推广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及其终结 

“现代化”命题本身就包含了转型学的意向，“现代化”就是从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只不过现代化研究是一种类似国家建设

一样涉及太多变量的研究，因而还谈不上所谓的转型学范式。在现代

化研究衰落之际，美国政治学就开始设计非西方国家的转型研究，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的长达 7 年（1979-1986）的

专门针对南美的四卷本转型研究，最后一卷是理论总结性的《威权统

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在这个结论性研究中，

作者奥唐奈和施密特将“转型”定义为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过

渡，具体而言就是“转型是以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而启动的，在另

一端则是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或者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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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出现来界定的。”1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威权主义统治必然会

转型，但既可能转向民主制度，也可能是其他制度诸如回归威权或者

导致革命。应该说，这种结论还是相当审慎的，没有断定威权主义必

然向民主制度转型。但是，民主转型的倾向是显然的，书中谈的都是

自由化、民主化、社会平等化等民主转型的关键问题。但是，正如威

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主任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言，这本书没有讨论制度巩

固的过程，这是一个缺憾，因为只有成功的转型才是有意义的。2其

实，当这个转型项目研究结束时，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

大幕还没有拉开，当时还只有 1974 年伊利比亚半岛的转型案例。在

“第三波民主化”之中，亨廷顿适时地给出了成功转型的标准，那就

是“熊彼特式民主”的两次政党轮替。从此，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研究

铺天盖地，而研究路线图就是所有国家都将实行福山在《历史的终结

与最后的人》中所说的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政府

形式”，不管其社会条件是什么，威权统治都将转型为竞争性选举及

多党制民主。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卡罗瑟斯总结

为“转型范式”：所有威权主义国家都将转型为民主国家、转型是有

序的、选举是决定性的、社会条件不再重要、最后民主巩固即社会团

结国家正常运转。3 

作为理想类型的转型范式很丰满，但是作为现实政治的民主转型

                                                             
1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景

威、柴绍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年版，第 5-6 页。 
2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原

版序言”，第 5 页。 
3
 [美]卡罗瑟斯：《转型范式的终结》，载杨光斌主编：《比较政治评论》（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4 年,第 49-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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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残酷，残酷到就连当年开启民主转型研究的菲利普·施密特在

2010 年也不得不伤感地说：“现实存在的民主都是令人失望的”，“过

去二十五年来大多数的政体变迁确实导致了质量低下的政体，枉费了

当年为此而付出的斗争和牺牲”。“这种幻灭并不仅仅限于新的民主

政体。在已经建立的民主社会里，类似病态症兆也是到处泛滥。”这

些病态“确实预示民主制度和实践确有一些基因上的缺陷。”1卡罗

瑟斯也公开断言“转型范式的终结”。 

确实，当年一些国家在民主转型中“拿来”了选举制度，但实行

的却是“选举式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中国问题专家则

把中国在这次转型浪潮中屹立不倒并越来越强大的原因总结为“韧

性权威主义”2。当初说选举式民主产生希特勒只是个案，这种说法

纯粹是不懂历史，选举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与权威政治挂钩，比如拿

破仑三世就是以选举政治来强化自己的权威统治，以全民公决的方式

将共和国改制为第二帝国的。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中都有论述，韦伯认为这样的选举只不过是为了强化威权人格。这大

概算是最早的有关“选举式威权主义”的论述了，但是后来的熊彼特、

李普塞特、达尔以及萨托利等却非要说选举民主才是合法性政治，而

当选举政治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普京式政治家之后，人们又猛然发现，

原来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后，选举权竟然主要是被用来强化威权政治的。

这就是选举式民主与威权政治的恩恩怨怨。由此不难推导出关于选举

                                                             
1
 [意]菲利普•施密特：《二十五年时光，十五项发现》，见[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

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第 106-107 页。 
2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January 2003), pp.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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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民主的第一定律，选举式民主既可以用来论述所谓民主政治的合法

性，同样可以用来增加威权政治的合法性。 

如果施密特教授是在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再为其民主转

型理论做回顾性总结，大概会更加突出包含了诸多“基因”的社会条

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为现代性政治的大众民主形式可以是同一性

的，诸如选举式民主，但是文化基因这个最为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历

史文化传统）则是难以改变的。选举式民主靠政党来组织，而政党背

后是族群、教派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选举式民主自然演化为

“党争民主”。选举式民主要有序运转，需要一系列的同质化条件

——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等，1否则，“阿拉

伯之春”也只能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也只

能导致内战和分裂。不仅如此，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近代以来的几轮

世界政治冲突，都与民主化有着直接关系，而第三波民主化又刺激了

“文明的冲突”。2由此可以推导出关于选举式民主的第二定律：选

举式民主可能增加的单一文明国家特定政体的合法性，但却会刺激不

同文明类型的政治体之间以及多元文明政治体内部的文明冲突。也就

是说，选举式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稳定与和谐。 

无论是推动现代化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推广民主转型的

转型学，其根本问题都是自大地认为民主政体可以脱离特定的社会条

件而独立、有序地运转，以这类理论为指导的实践必然只能从失败走

向失败。如果说冷战政治学将自由主义寡头制改造为理论上的自由主

                                                             
1
 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北京日报》，2014-03-14，第 21 版。 
2
 杨光斌：《民主与世界政治冲突》，《学术界》，2014 年第 8期，第 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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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主制，是一次为战争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文明断层”，则出于同

样目的但枉顾自古以来的智识成就而将政体置于空气中，就是典型的

“唯理主义”政体决定论了，这是对政治学经典传统的背叛，其结果

必然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政治学没有为“最高善”做出什么贡献，而

是把一个又一个国家带入了绝望的深渊。现实告诉我们，从威权主义

走向“党争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法回头的，是良治无望的。原因

很简单，发展中国家本来就落后，而党争民主却是用来“分蛋糕”的，

“蛋糕”都没有，何来的“分蛋糕”？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大型国家，都是异质性文化，党争民主只会刺激并加剧国

内的政治冲突。二战以来，没有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党争

民主而走向发达序列。非西方转型国家的实践，尤其是“普世价值”

政治给欧洲带来的难民危机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事实性地终结

了作为转型范式的“历史终结论”。如今的美国已经很难再扛起这杆

大旗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放弃“价值观外交”，美国宣布退出应

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定》，意味着人类价值或“普世价值”对

美国而言不值一文，特朗普只不过比较“诚实”地说出来了而已。过

去，美国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给其他国家贴上所谓“流氓国家”

（the rogue state）的标签，如今美国不顾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安全的

行为已经让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自己才

是“流氓国家”。1 

                                                             
1
 Joseph Stiglitz, “Trump’s reneging on Paris climate deal turns the US into a rogue state,”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rogue-america-by-joseph-e--stiglitz-2017-06?barrier=access

reg,201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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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政治学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基本上是按照美

国政治学的路子发展起来的，美国政治学所产生的概念、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都是很多中国学人膜拜的对象。然而，面对美国政治学的

一次又一次的范式失败，面对美国政治学从最初的欧式“国家学”，

到行为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学的“社会学化”，再到今天沦为几乎

已经与现实（包括美国的现实）脱节的学术游戏，1中国政治学又将

何去何从？作为一门最“入世”的社会科学，面对中国今日之世界政

治地位，中国政治学难道不最应该有所贡献么？从被“偶像”否定到

“偶像”自己倒塌，中国的崛起彻底揭开了历史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

大落差，这也正是产生新理论的时间“窗口”与“风口”。 

 

三、“世界时间”中的中国政治学：百年之变的得与失 

凭借工业革命的力量，西方列强在 19 世纪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

体系，而对这一体系的“反向运动”则催生了 20 世纪由意识形态主

导的世界政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类见证了放任自由主义的

失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

动，如此急剧的变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自 19 世纪中叶第二

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卷入世界政治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政治与世界

政治同步性日益增强，因而世界政治的变局势必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

是为“世界时间”中的中国。 

在这场世界性的巨变中，中国遭遇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
                                                             
1
 爱出头露面的美国政治人物，唯独不参加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任何活动，并且国会也取消了对政治学协会

本来就少的可怜的预算支持。在美国政治家看来，美国政治学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学术游戏，与现实毫无关

系的量化模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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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变局”。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中国精英们，最初还是有文化自信

的，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用于指导“洋务运动”；

但是，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读书人的信心，泱泱大国居然败给了

一直以自己为师的学生，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支持以及辛丑条约

的签订彻底让清政府声望破产，中华文明传统也遭到了深刻的质疑，

民国初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正式掀起了彻底抛弃中国文化、彻底

倒向西方新文化的浪潮。这就是张灏先生所说的中国思想的“转型时

代”：“所谓转型时代是指 1895 年至 1925 年代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

间。这是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思潮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1在这个持

续了 30 年的“转型时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被彻底矮化甚至被妖

魔化，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登陆中国，由此开启了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

消停的“西化”与“现代化”之辩。不仅中国思想界莫衷一是，“世

界时间”中的中国更面临着向何处去、改良还是革命这样的现实政治

道路之争；即使在革命一方，也还有关于革命主体的争论，是蒋介石

所依靠的工商地主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一直主张的农工阶级„„政学

各界一片混乱。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去的留学生学的基

本上都是欧美政治，或者经日本转手的欧美政治学说，民国时期的大

学课堂上讲授的基本上都是欧美政治学。但是，人们都忽视了这套学

说与中国政治局势格格不入的严重缺陷，当时不仅存在军阀之间、军

阀与国民党之间、国共之间的斗争，更有日本入侵招致的亡国之危，

来自欧美政治学的关于“国家”或“政府”的解释，只能成为一部分

                                                             
1
 [美]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二十一世纪》，1993 年 8 月号，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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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纯粹知识”。相反，不能在课堂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

治学，其学说体系却落实在政治道路的实践中，并在最后赢得了政治

道路之争。然而，革命胜利之后的“继续革命”之变又变成了自我伤

害。 

1. 追求巨变的革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学科命运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说体系在中国也逐渐建立起来，20-30 年代，大概出版了五、六本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概论，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28 年出版的邓初民的

《政治科学大纲》（昆仑书店出版）。邓初民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的“六论”体系：方法论—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

论。难能可贵的是，其方法论不但讲唯物史观，还强调要在政治过程

意义上认识国家的变化。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是对当时世界政治的理

论化研究，比如在“政府论”部分，除了关于政府的一般原理，还讲

了政府类型，如议会政府、法西斯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和中国政府；

“政党论”部分不但讲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政党，还

专门探讨政党的一般特性、尤其是政党斗争的方式；在“革命论”部

分，既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有社会主义革命，更有中国革命历史与前

途的分析。因此，这本“新政治学”，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围绕抽

象的国家理论而展开的民国政治学，堪称“政治战略学”。正如邓初

民在该书的“总结论”部分所言：“科学不是单纯理论的游戏，政治

科学亦然，所以专门研究客观世界运动法则的科学主要服务于我们对

                                                             
1
 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讨》，《政治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58-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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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的活动，服务于我们的实践„„所以我对于这本政治学不是把

它当作一般的政治学来处理，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的

战术战略或革命的战术战略来处理的。”1这样写“新政治学”，体

现了邓初民对于政治理论性质的深刻理解：“政治理论对于我们的意

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真理、理论，而且是丝毫不必掩饰的社

会运动、政治战斗的武器，政治的战略战术。”2因此，可以说，邓

初民的“新政治学”，虽然关于中国的阶级、国家、政府、政党和革

命的分析是“以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为准绳”，3却最彻底地继承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使命，是一种“革命政治学”。 

“革命政治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似乎就已经完成

了它的使命。确实，在 1952 年的学科、院系大调整中，政治学、社

会学、新闻学、法学都被废除了，原来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为三大学科

所取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其中与政治学关联较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讲授的都是经典作家的著作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现实政治、经济都不再需要学科和学术上的

研究，或者说只有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而无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学术研

究，意识形态完全替代了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不需要政

治学理论，只是此时的政治学理论只能在执政集团内部进行讨论，比

如阶级论，从列宁的生产资料占有论发展到思想信仰论和官僚阶级论，

从而总结出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使得“继续革

                                                             
1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 402-403 页。 
2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自序”，第 2 页。 
3
 同上，第 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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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成了理所当然的结论。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在“革命

政治学”的基础上，政治理论上发展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理论，这事实上是“文革”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思想就是基于

前述的“新阶级论”。 

1980 年中国恢复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但由于在 30 年

的时间里只有意识形态而无社会科学，有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无政

治学研究，恢复建制的政治学概论也只能在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

学教科书的基础上书写，所以由北京大学组织的、有 25 所大学参加

编写的中国大陆第一本《政治学概论》（1983）1就是在邓初民的“五

论”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民族论”，简称“六论”。这本教材是整个

八十年代的“统编教材”，其主体内容的阐述基本上来自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原则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是与

“资本政治学”相对应的“人民政治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生

命力之所在，是时代的一种最强音。但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维护，说

到底要通过经济发展而让民众获得“自由”（各种实质性权利），因

此“人民政治学”在不同的时期必然有不同的旋律，“革命政治学”

在制度上奠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但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个体化体验则

需要“建设政治学”，这就要求建设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因此，在

整个八十年代，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主旋律一样，事实上都是现

代化理论。 

2. 国家建设的政治学：现代化理论的传播与研究 

                                                             
1
 编写组：《政治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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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实质性的现代化进程，1974 年中国政府又

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中国

梦。1978 年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大讨论，这时候的“现

代化”就是物质上的富裕、发达的代名词，其政治维度远远不是关注

的焦点。打开国门的中国突然发现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是如此的落后，

因此不但是刚刚恢复的政治学热衷于此，全社会都渴求现代化理论。

八十年代的研究主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恰好是西

方政治学 1950-1970 年代的研究主题，其中大量的理论成果对于理论

匮乏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无疑极具诱惑力。 

在传播现代化理论方面，有几套丛书的贡献不能不提。首先是四

川人民出版社的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1984-1988 年间

共出版了 74 本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有中国作者的著

作，也有译作。有不少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经典作品被翻译过来，比

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英格尔

斯的《人的现代化》、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中国学人的现

代化研究的初步成果主要有钱乘旦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和《第一

个工业化社会》、杨百揆等人的《西方文官系统》、金观涛的《西方社

会结构的演变》、李平晔的《人的发现》、周其仁等人的《发展的主题》

等。应该说，这一套大型书系启动了人们关于未来的即现代化的想象

和观念，但还没有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第二套丛书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二十世纪文

库），主要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成果，让广大中国学人第一次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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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现代化研究的路径或者范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摩尔的《专制

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和

纳尔逊的《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伊斯顿的《政治生

活的系统分析》、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

等。这让中国学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之间在学科

化水平上的距离。 

第三套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当代学术思

潮译丛），其中一些现代化研究的经典作品，对中国政治学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其中有影响了整个 90年代并使得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中

国也流行起来的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则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政体类型的思考。这套

丛书在 90 年代依然在出版现代化研究的经典作品，比如布莱克的《比

较现代化》和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在探讨》。 

应该说，八十年代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议程所结出的硕果主要

不在政治学界，而是在史学界，比如北京大学现代化与世界史研究中

心罗荣渠教授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提出的“一元多线”现代化历史

观，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现代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中国政治学界在接受了现代西方研究范式之后并未过多纠缠中国的

政治史问题，而是本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将研究

重点放在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上，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

一国两制、政府职能、党政分开和政治民主化等问题，其中一些重要

研究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并最终成为实际的政策，例如有关干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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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等问题的相关研究。1中国政治学的政治意义也慢慢得到承认，

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王沪宁教授在 90 年代中期进入中南海并成为今

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3.多元化研究方向中的政体变迁学说——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 

八十年代之后的 30 年，中西方政治学界在研究主题上已经实现

了同步，只不过中国政治学还没达到“输出”阶段。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阵营的崩溃一度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获得了一时无两的风头，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代议制民主就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

府形式。1990 年之后，尽管中国政治学逐渐呈现出以“治”为本的

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就是对自由主义民主基

本理论的笃信。在这一基本倾向的影响下，现代化理论框架下重要而

复杂的国家建构内容往往反而变成了简单的政体之变的次要方面，似

乎只要改变了政体即走向自由主义民主，一切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这股强大的思潮与国际政治思潮具有同步性与同构性。 

1990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学态度更加开放。八十年代中国已经基

本完成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名著的汉译工作，2到九十年代以后，

“民主”研究成为显学，而自由主义民主研究更是占居了中国政治学

界的主导地位（见表 1）。 

 

                                                             
1
 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势（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45-54 页。 
2
 到八十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文版的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美

国联邦党人、小密尔等人的代表作全都问世了，对处于刚打开国门而国内知识极度匮乏的成长于八十年代

的那一代人而言，其世界观价值观所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有些人的知识结构乃至观念依然停

留在“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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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0-2015 年国内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主题（单位：篇） 

 
1990-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合计 

民主 12742 16599 28159 47890 53498 158888 

民主化 658 1047 2788 4303 4516 13312 

公民社会 27 62 568 2580 2663 5900 

自由民主 140 113 283 589 835 1960 

选举民主 10 90 139 401 555 1195 

民主转型 2 13 33 168 351 567 

民主巩固 2 3 10 54 82 151 

人民民主 981 943 2140 3206 3001 10271 

社会主义民主 2419 4718 6538 7722 6127 27514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107 180 222 629 803 1941 

中国式民主 5 11 23 181 220 440 

协商民主 72 241 257 1169 3978 5717 

基层民主 74 661 1145 2478 2407 6765 

党内民主 470 1157 1687 4847 3132 11293 

治理民主 0 0 2 19 71 92 

注：检索来源：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http://kns.cnki.net；检索方法：主题检索（发表时间=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专辑导航=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检索时间：2017 年 6 月 5 日。 

 

 

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几大出版社对冷战时期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即

自由主义民主学说保持了长久的热情，没和其他任何关键词可与“民

主”相提并论，关于民主的译著至少 300 本，几乎是见到标题中有“民

主”的书都翻译。这也使得熊彼特、达尔、萨托利等人的相关理论几

乎主宰了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见表 2），竞争性选举即党争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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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的本质所在，换句话说，民主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竞争性选

举或者说党争民主。相应地，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议程也很国际化，

“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等关键词，成

为民主研究的时髦词汇，这使得自由、民主等概念牢牢占据了道德的

制高点，对之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的研究，往往直接就被贴上不

道德的标签。 

表 2 1990-2015 年国内学术期刊对熊彼特、达尔、萨托利的引用率（单位：篇） 

 
1990-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合计 

熊彼特 96 409 1493 3089 3218 8305 

罗伯特·达尔 11 43 351 335 539 1279 

萨托利 8 78 558 1202 1258 3104 

注：检索来源：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http://kns.cnki.net；检索方法：参考文献检索（发表时间=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检索时间：2017 年 6 月 5 日。 

 

今天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按照推广自由民主的“自由之家”的

指数去转型，国家只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国家建设所涉及的权力

关系如此复杂，怎么可能有了“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就万事

大吉呢？何况，作为一种“存在”的国家，和人的成长一样，有“时

间性”即时序问题，不可能忽视时间性而“一刀切”地按照一种政治

方案去解决所有国家的难题。中国历史悠久的求实态度告诉我们，“自

由之家”实际上无异于政治上的“邪教组织”。类似地，和“自由之

家”一样，“经济学人指数”、“政体指数”等都是以数据化的形式

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的手段。 

大概到 2010 年左右，国内的民主观念终于开始复杂起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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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熟起来。主导中国思想界 30 年左右（1980-2010）的“选举式民

主”（形式民主），大有被“实质民主”（以治理、民生为标准）与

“协商民主”取代的趋势。1（见表 1 中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

主”的数据）对民主观念与民主形式多样化的认识，标志着中国人对

于民主的认知正在走向成熟。2 

不仅如此，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并没有停留在“民主”这个关键词

上，而是开始回归中国固有且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致治”传统，

这一路向的研究已取得不菲成就——这是其他国家政治学人不可能

有的幸运。中国“治”学传统为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过去这一点一直被忽视，现在是反思总结的时候了。 

 

四、找回“致治”传统：以国家治理研究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学 

如本文一开始所言，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公元

前八世纪，中国就有了专门用于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卷帙浩繁的

二十四史，绝大部分内容是国家治理，不但有治理实践的记录，还有

丰富的治理思想。端赖于此，中国才有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的“盛

世”，才有 5000 年不绝的中华文明。正因为中华文明基因中蕴含了

无比丰富且经得起考验的治国理政理念，比如“大一统”、“官天下”、

“大同世”、“小康世”、“重农抑商”、“贤能理政”、“以民为本”等，

这个文明共同体才得以历经磨难而“其命维新”。这是许多西方理论

                                                             
1
 黄晨：《从“人民民主”到“中国模式”：当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演变（1978-2008）》，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年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2
 杨光斌等：《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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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法理解的经验，“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根本无法处理中国的历史，

但遗憾的是今天仍然还有不少人沉迷于这种过时的方法。 

秉承了“致治”文明基因的当代中国政治学，虽然“拿来主义”

思潮一度咄咄逼人，但中国大学中政治学专业的研究，其主流事实上

还是在“国家治理”这个主题词之下开展的关于各个层次实际治理

情况的研究。这体现的是中国人早已融化在血液中的求真务实态度。

治理研究的前提是对流行的概念与观念保持理性的警惕与怀疑，决不

迷信盲从。 

1. 探索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中国政治学必要的学习阶段，否则我们根

本听不懂西方同仁在讲什么。但是，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

治学不能永远满足于“学徒期”。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阶段

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知识，用一种地方知

识指导另一个地方的政治发展，灾难性的案例处处可见。因此，从九

十年开始，中国政治学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些学者就开始批判、反

思西方政治学中的流行话语了，这样的反思最终汇成了一个不可忽视

的思潮，其终极诉求乃是建立具有自主性与自觉性的理论话语体系。 

九十年代中期，潘维就开始批判“民主迷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冒

天下之大不韪之举；1王绍光则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全面介绍了

西方民主研究中的问题。2到 2010 年之后，中国的民主观念逐渐走向

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选举式民主的新认识，我的相关研

                                                             
1
 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香港社会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年版。 
2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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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试图展示出社会条件的根本重要性，它包括一系列的“同质化条件”

如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与民主相关的其他基

本概念包括公民社会、合法性等，也在此基础上得到“重述”，例如

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它在不同的“民情”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政

治效果；1把选举授权视为民主合法性的基础，既不符合历史，也不

符合现实，否则与就不会有什么“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

义”的概念了。2张飞岸的研究试图证明的则是，以选举授权为核心

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以自由取代了民主，自由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

去社会主义化的政治思潮。3 

在这一反思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人在民主观念上逐渐回归中国自

有的求实传统，并开始寻求建制性理论以替代否定性理论，其中最重

要的变化是协商民主理论转向，协商民主也成为官方青睐的政治建设

路径。这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相关论文的发表量迅速超

过了自由主义民主（见表 1 数据）。其中，林尚立的研究最为系统，

他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形式，因此协商民

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4在对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中，王绍光发

现了一种共识型的决策模式，5而这实际上就是政治过程中以协商的

方式达成共识的“共识型民主”。6我认为，基于协商—共识的民主

                                                             
1
 杨光斌、李楠龙：《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的质量》，《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

第 74-86 页；王绍光：《“公民社会”祛魅》，《绿叶》，2009 年第 7 期，第 66-72 页。 
2
 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2-19 页。 
3
 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 
4
 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 年第 4 期，第 19-25 页；林

尚立：《协商政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9 期，第 17-26

页；林尚立：《协商民主：中国的创造与实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年版。 
5
 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6
 杨光斌：《中国政策过程的共识型民主》，《社会科学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39-49 页。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b660d61e526cc888e30972d00f512869%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cqvip.com%2FMain%2FDetail.aspx%3Fid%3D7750156&ie=utf-8&sc_us=17137433927523530960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69bc265abe452bc2%29%20%E3%80%8A%E5%AD%A6%E6%9C%AF%E6%9C%88%E5%88%8A%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351d420655b08c792d008a1cdcc33412%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d.wanfangdata.com.cn%2FPeriodical%2Fmzddxpllyj200709003&ie=utf-8&sc_us=16963198196245827231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afdcca7b9edbfc26%29%20%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9%82%93%E5%B0%8F%E5%B9%B3%E7%90%86%E8%AE%BA%E7%A0%94%E7%A9%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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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一种替代以党争为核心、不可治理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可治

理的民主”，只有可治理的民主才是可欲求的；1“可治理的民主”

实现的是效果导向的“民本主义民主”，正如作为实践模式的选举式

民主实现的只是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民主。2王绍光将“民本主义民

主”称为“代表型民主”，3其中的关键是作为“逆向政治参与”的群

众路线。4 

民主模式之争的背后是思维方式问题，西方人注重政体的形式，

而中国人则注重政道与治道，5基于治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讲究的必

然是实质民主而非政体意义上的程序民主。房宁在对亚洲多个国家的

比较政治研究中发现，民主政治进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以开放权利折冲

政治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步。6至此，

相当一部分中国政治学者已经从思维方式上摆脱了西方“冷战政治学”

的藩篱，并初步建构起具有自主性的民主话语体系。 

与“民主”相联系，中国思想界也基本上形成了自主性治理话语

体系。作为天然的治理主义者的中国人，对“治理”理论有着天然的

敏感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治理”概念被世行经济学家们发现之

后也迅速地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词。但是，西方人讲的治理，仍

然只是当时思潮的一部分，它事实上不过是“民主化”或“公民社会”

                                                             
1
 杨光斌：《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国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第 9-18 页。 
2
 任锋、杨光斌、姚中秋、田飞龙：《民主与民本：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重构》，《天府新论》，2015 年第

6 期，第 55-65 页；杨光斌：《从国际政治比较看“治理民主”的优势——基于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演变为

政治冲突之思考》，《北京日报》，2015-06-15，第 18 版。 
3
 王绍光：《代议制民主与代表型民主》，《开放时代》，2014 年第 2 期，第 152-174 页。 
4
 王绍光：《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观察》，2012 年第 8 期，第 20-24 页。 
5
 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人民论坛》，2012 年第 12 期，第 64-66 页。 
6
 房宁：《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第 6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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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种表述，其核心仍然是“去国家化”，丝毫没有逃脱社会中心

主义的理论脉络。而中国人骨子里认同的却是“国家治理”，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

前，包括徐湘林和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学人研究的事实上也都是国家治

理，1徐湘林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其中包括价

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2当“国家治理”

成为官方术语之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的区别被明确下来。王浦劬

敏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

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

有机结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

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同时提醒我们，对国

家治理的认识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偏差：一是不可简单运用西方

“治理”概念来套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二则是不可简单认为“治

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3在中国的传统

语境中，政治统治一直都是治理的前提。因此我提出，国家治理体系

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认识并

在战略上把握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我把国家治

理能力分为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三个方面，这是一

                                                             
1
 比如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31-44 页。 
2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年第 5 期，第 1-14 页；徐湘

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复旦政治学评论》，2011 年第 1 辑，第 42-69 页。 
3
 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期，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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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于比较政治研究而建构的具有去价值化、系统性、层次性、非对

称性等特点的治理理论。1目前，中国的治理研究已呈现规模化的发

展趋势，国内很多大学都成立了起以“国家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机构，

比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设立了国家

治理研究中心或者研究院，并出版了《国家治理研究》书刊。2 

当前的建制性政治理论探索是以中国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为出发

点的思想活动，是在与“拿来主义”思潮的对话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思

想运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一个象征。也

许有人会说，建制性理论必然会为现实政治辩护。对于此种论调，我

想说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理论和政治精英对本国已经取得

巨大治理成就并且仍然在持续向好的政体都持否定态度，非要削足适

履一般走上早已有无数血的教训的以西式民主为目标的转型道路，除

了疯狂与自卑，我不知道还可以怎样描述这样的情景。在过去 30 年

中，很多国家的精英阶层误将凭空建构起来的概念与判断当作政治信

念，结果导致本国陷入无效的治理并最终掉进危机的深渊。近三十年

的世界政治已经证明，中国的经验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制度与实践正受到来自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羡慕与嫉妒。 

当前建制性理论的探索中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道路或者

“中国模式”问题。本世纪初，伴随着“北京共识”，一批中国学者

                                                             
1
 杨光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教学与研究》，

2017 年第 1 期，第 3-22 页。 
2
 杨光斌主编：《国家治理研究》（半年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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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提出“中国模式”命题，1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混合

型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将近百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历经革命

时期的 1.0 版，新中国前 30 年的 2.0 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版，民

主和集中之间正在趋于均衡。2 

2. 以“治理”研究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学 

治理研究热潮。如前所述，治理研究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已经迅速形成热潮。就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

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关键词而言，有关治理的论文数量

堪比民主的论文数量（见表 3 数据），足见“民主”和“治理”是这

个时代的最强音。 

表 3:1990-2015 年国内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主题（单位：篇） 

 
1990-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合计 

治理 2731 4364 13159 37329 76301 133884 

国家治理 14 34 288 635 8873 9844 

政府治理 3 23 481 1755 3530 5792 

社会治理 10 24 357 1582 10709 12682 

地方治理 4 5 79 460 1002 1550 

基层治理 0 5 54 527 3265 3851 

注：检索来源：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http://kns.cnki.net；检索方法：主题检索（发表时间=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专辑导航=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检索时间：2017 年 6 月 26 日。 

 

表 3 的数据告诉我们，治理理论自引进国内学术界以来，相关的

                                                             
1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版；张维为：《中

国模式的几点概括》，《人民论坛》，2008 年第 24 期，第 22-22 页；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年

版。 
2
 杨光斌、乔哲青：《作为中国模式核心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3-19 页。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d0c6d022c7ab7c41%29%20%E3%80%8A%E4%BA%BA%E6%B0%91%E8%AE%BA%E5%9D%9B%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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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以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稳步增长；国家治理于 2013 年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研究高峰。以“国家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

2013 年 545 篇，2014 年突然猛增至 3780 篇，这个数字是 1990-2010

年 20 年间发表篇数的总和的三倍还多。与之类似，社会治理也在 2013

年后迎来研究波峰（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用“社会治理”替代以

往的“社会管理”），以“社会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2013 年 709

篇，2014 年突然猛增至 3782 篇，这个数字是 1990-2010 年 20 年间发

表篇数的总和的两倍还多。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地方治理稳步增长，

变化幅度平缓。 

国家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成果。国家治理必然发生在明确的权威秩

序之中，因此国家治理研究的前提是国家建设。首先看有关国家建构

模式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学科归类上，国家建设研究属于历史社会学。

西方历史社会学依据主要国家的建构进程，分别得出了社会中心主义

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脉络。但是，这两种路径都无法解释中国

的案例，因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陷入了碎片化，是政党完成了

国家的重新组织，因此在国家建构理论范式中应当有政党中心主义的

一席之地。1这一概念目前已经在中共党史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中得

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其次看国家建设的“结构-时序论”。流行的国家理论几乎都以

国家—社会的二分法为基本前提，其中的“国家”很明确，但“社会”

是谁却并不清楚。市值几万亿的阿里巴巴和卖烧饼的个体商户能是一

                                                             
1
 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见杨光斌：《政

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82-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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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属性吗？将巨型资本划归“社会”，只会为其影响甚至绑架国

家和欺负社会大众提供便利。曾毅认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是“政

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力”的三维结构。1并且，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时间性”的，即先有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然后是政治权力

所保护的资本权力的诞生，最后则是社会权力；即使在社会权力的关

系中，其中的个人基础性权利比如财产权和人身权、以选举为标志的

政治权利和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权利，三者也不可能同时到来，

在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组合秩序也有巨大差异，但受制于早发国家

的后发国家，往往容易受到早发国家组合秩序的影响，因此而招致现

代国家建设的困扰。2这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也是西方政治思想

史研究的成果。中国学界关于国家建设的结构维度和时间性维度的复

杂性认识，并不逊色于流行的西方所谓的“秩序论“，诸如福山所谓

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 

在事关国家建设的政治权力关系研究中，最具政策性意义的当属

胡鞍钢与王绍光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3这项研究重塑了中国的财

税体制，这乃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命门。在当时民主化几乎压倒一切

的语境中，在“去国家化”的国际社会科学潮流中，呼唤政府能力，

实属一股清流。4 

政府治理研究。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政府治理，政府治理主要包括

政府自身结构的合理性、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优化、政策过程的科学化、
                                                             
1
 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复旦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161-169 页。 
2
 曾毅：《“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期，第 119-126

页。 
3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4
 王绍光：《有效政府与民主》，《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6期，第 89-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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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业政策的科学性。首先，关于政府类型即权能类型的判定上，

中国政府从九十年的“企业型政府”被重新定位为“服务型政府”，

这是行政管理学的贡献。但是，“服务型政府”在实践中混淆、甚至

搅乱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卖馒头、卖肉夹馍都要政府颁发的

“资格证书”，“服务型政府”显然无力解决无处不在的政府之手问

题。为此，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有学者提出了“有能力

的有限政府”概念：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1 

作为国家性政策研究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房

宁为主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专注于政府需求供给，进行了系统的社会

调查，建立了若干调研基地，该团队的研究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

要参考。可以想见，政治学所在政府治理上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在政策过程研究上，中国政治学正在通过案例研究而逐渐揭开决

策过程之谜。理解决策过程是理解一个国家政体性质的关键，而理解

决策过程的前提是理解决策体制。周光辉认为，改革开放后, 决策体

制的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

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

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

向决策制度化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由经

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2王绍光和樊鹏基于对医疗体

制改革和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过程研究指出，中国的决策过程是一种充

                                                             
1
 杨光斌：《一份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政治改革清单——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行政科学论坛》，2014 年第 1 期，第 33-36 页。 
2
 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第 101-120 页。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07eb24b825d4a3d96ae2a03ea4595b7c%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kns.cnki.net%2FKCMS%2Fdetail%2Fdetail.aspx%3Ffilename%3Dxzkx201401015%26dbname%3DCJFD%26dbcode%3DCJFQ&ie=utf-8&sc_us=9549805770795810456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07eb24b825d4a3d96ae2a03ea4595b7c%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kns.cnki.net%2FKCMS%2Fdetail%2Fdetail.aspx%3Ffilename%3Dxzkx201401015%26dbname%3DCJFD%26dbcode%3DCJFQ&ie=utf-8&sc_us=954980577079581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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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共识型决策”。1杨光斌检视国家决策、部门决策、地方决策，

发现中国的决策过程属于“共识型民主”。2马骏开创了“预算政治

学”的新领域，打开了预算政治过程、尤其是省级预算政治的“黑

箱”。3这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预算民主化，而政治过程的民主即行

政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政府权能研究上，朱光磊及其团队，取得一系列具有明确

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大部门制不能包治百病”，应该说是给一

度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的一种清醒剂；4其“官民比”即公务员占人

口的合理比例研究（合理比例为 1%）准确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公

务员规模问题，而是公务员体制内部功能和结构的问题；5在政府职

能上，朱光磊提出，应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对政治行为做

“社会化处理”,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当内化为中国最基本

的执政理念并完成具有战略眼光的整体设计,最终体现在政府工作的

各个方面。6 

在政府的特定政策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堪称是独领风骚。王浦劬

主编的“国家治理研究丛书”集中了各个领域的政策研究成果，如行

政信访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流域水污染治理、义务教育等。在产业

政策研究上，最具政策意义的成果无疑是路风关于高铁、大飞机项目

的成功与汽车市场的失败的研究。7这些有关具体政策的扎实研究，

                                                             
1
 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
 杨光斌：《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型民主》，第 39-49 页。 
3
 马骏：《中国公共预算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 
4
 朱光磊：《“大部门体制”不能包治百病》，《理论参考》，2008 年第 5 期，第 48-49 页。 
5
 朱光磊、李利平：《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初议》，《中国行政管理》，2008 年第 9 期，第 68-74 页。 
6
 朱光磊、于丹：《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天津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92-98 页。 
7
 路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国软科学》，2005 年第 4 期，第 10-16 页；路风：《运 10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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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解中国道路、尤其是中国模式都大有助益。 

地方治理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国的“地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它既可以指中央以下的所有层级的地方政府，也可以指省政府之下到

乡级的范围（管县区市—县—乡），因此在中国，地方治理是一个总

体性说法，它包括了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 

地方治理之社会治理。基于增量改革的说法，俞可平提出了“增

量民主”，并在借鉴国外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善治”概念，它

的基本特征是参与、公开、透明、互动、责任、法治、合法性。1善

治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治理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因此“善治”理

论应该视为社会治理理论。2据此，中央编译局研究团队推出善治的

指标体系，3一般认为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多有相似。在社会治理

理论的基础上，俞可平、何增科推动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持续了

10 年，以学术界来评估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该团队认为，头 5 年

地方政府的创新冲动显著，后 5 年很多项目则不再具有创新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是国内量化政治学的带头人，其长期

专注的关于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对于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

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数据。4 

地方治理之城市治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来自郁建兴及其团队，

                                                                                                                                                                               
在中国的航空管理体制》，《中国改革》，2005 年第 4 期，第 50-53 页；路风：《造中国自己的汽车》，《商务

周刊》，2004 年第 6 期，第 25-30 页；路风：《冲破高铁迷雾——追踪中国高铁技术核心来源》，《瞭望》，

2013 年第 48 期，第 30-32 页。 
1
 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2
 俞可平：《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善治》，《中国改革》，2001 年第 6 期，第 38-39 页；俞可平等：《中国公

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3
 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版。 
4
 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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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区位优势而研究浙江省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型、政府与商会（行

业协会）的关系，1对于人们认识中国发达地区的基层政治经济关系，

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理论启示。 

基层治理与乡村治理。以徐勇及其团队为代表的乡村治理研究，

已经成为“华中学派”（“华中乡土学派”）。“华中学派”的贡献体

现在学术研究路径和政治建设上两个方面。研究路径方面，该团队从

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农村问题研究，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自上而下的转型，

“社会”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农民的长期研

究，徐勇提出“农民理性”概念，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保守的印象，

这也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视角。2政治建设方面，基层

民主治理研究的成果直接以“制宪”的形式体现出来，即基层民主成

为宪法规定的我国基本制度，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并列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第二，“华中学派”对土地

私有化的态度是鲜明的，这是基于历史分析而得出的政治性结论。第

三，对于土地确权制度的改革，“华中学派”的发现是，在珠三角地

区，以土地入股而组成的股份公司，事实上变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

团，坐地起价而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并导致“乌坎事件”的发生。3可

以说，在中国政治学界，要真正理解农村，都需要借助“华中学派”

的研究成果。 

中共研究与国家治理。在中国所有层次和领域的国家治理中，中
                                                             
1
 郁建兴：《让社会运转起来：宁波是海曙区社会建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郁

建兴、宋晓清：《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运用》，《中国行政管理》，2009 年第 4 期，第 59-64 页。 
2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103-118 页。 
3
 贺雪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行政论坛》，2017 年第 3 期，第 1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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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都是不可能绕开的核心研究对象。因此，在研究路径上，过

去流行的“国家-社会”二分法应当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分法所

取代。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是党治国家或者党政同构，三分法还只是

一种说法或者主张，这种路径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关于中共的性质，

官方已有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表述，陈明明则提出了“革命党——

统治党——执政党”的三阶段划分法，1此外还有郑永年“皇家型政

党”之说，这些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学理分析。鉴于苏共的教训，在相

当长时间内学习苏联模式的中共也一度被认为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

不少研究者开始推动所谓的“转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

壮大离不开由列宁创建并领导的第三国际，它们之间的共性毋庸置疑；

但是，即使是同一属性的政党也无法脱离各自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因

此它们之间必定存在差异。差异性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方面。在潘维

看来，共产党最根本的特点是“人民性”，实现它的根本之道是去科

层化，让党组织回到人民中去，为人民办好各种“小事”，而科层化

的党组织专长是“办大事”。2我们不但无法按照西方政党理论来看

待中共，甚至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也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特

殊性，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界“解放思想”并重新认识中共的属性及

其与国家的关系，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治理成就的内在机理。前文提

到的“政党中心主义”就是关于这一议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小结：作为建制性力量的中国政治学。仅仅在国家治理的光谱上

                                                             

1 陈明明：《“革命”、“统治”与“执政”:旧话重提——关于政党变革的两个命题的讨论》，《社会科学

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5-12 页。 
2
 潘维：《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新路”》，《人民论坛》，2012 年第 2 期，第 66-73 页；潘维：《信仰人民：中

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d0c3155c20a6ef59727bf2401aa6d88a%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kns.cnki.net%2FKCMS%2Fdetail%2Fdetail.aspx%3Ffilename%3Dshyj201104003%26dbname%3DCJFD%26dbcode%3DCJFQ&ie=utf-8&sc_us=9795923997866278387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67b47667c98659a4%29%20%E3%80%8A%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67b47667c98659a4%29%20%E3%80%8A%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67b47667c98659a4%29%20%E3%80%8A%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3db05595041f959c%29%20%E3%80%8A%E4%BA%BA%E6%B0%91%E8%AE%BA%E5%9D%9B%C2%B7%E5%AD%A6%E6%9C%AF%E5%89%8D%E6%B2%BF%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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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中国政治学，我们发现中国政治学已经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支非

常重要的力量，主流研究是建制性的，而不是传说中的或印象中的所

谓的“反体制”。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政学之间本来也应

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信任，没有这样的关系，执政队伍建设

和学科建设都会受到损害。我个人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发挥更大的

建制性作用，在这方面可以学习一点美国同行的做法，学者们能够大

致尊重有关的研究范式，1比如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研究取向；同时，

要弄清作为政治学知识来源的特定社会的性质，这是推动国家治理研

究的前提与基础。 

 

五、余论：研究真实的“社会”，建构可用的治理理论 

概念和观念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路线图，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

图景是概念拼图或者观念链接的结果。但是，很多理论来自于地方经

验，往往由于国家的强大才得以普遍化。这样的理论并不一定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此而言，要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研究，就应当

重新正视“文明”问题，而文明的基本构成是语言、宗教和社会性质。

就与本题关系而言，“社会性质”是可以把握的变量。必须重新认识

各种“社会”的性质，因为在流行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中，“国家

是必要的恶”就意味着国家是天然的坏，“社会”则是天然的好，“公

民社会”更是好之又好。然而讽刺的是，在思想家们说国家是“恶”

                                                             
1
 政治学是一门观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科内部的争议和分歧自然很大。戴维·杜鲁门在 1964 年就任美

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指出，让我们放弃分歧，和经济学界共同遵循理性选择主义一样，政治学界也要遵循共

同的研究范式，以推动政治学学科的滚滚向前。他们确实做到了，那就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美国政治学

界的长达 20 年的主导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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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革命时期，国家正在保护弱者，侵害社会的恰恰是社会中的资

本权力，没有国家保护，农民和底层阶级的处境只会更加不堪。社会

自治（即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是农业社会的命题，这

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县的“民治”的农业社会形态。到工业社

会，这个“民治”已经演化为“资本权力的统治”，它甚至能主宰国

家权力。很多人不问语境，不问概念的“时间性”和“地方性”，直

接把“好社会坏国家”当作前提拿来就用。这至少是不够严谨的。比

较研究发现，有好社会，也有坏社会，不同国家的社会，其性质差异

巨大，因此，基于某种抽象建构的社会（如公民社会）而制造出的理

论是不能被直接拿来当作“天条”的，更不能拿去指导国家建设、国

家治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那样做必然带来南辕北辙的结果。 

我在写《发现“社会”，建构能治理的治理理论》过程中发现，整个

世界范围内，基于社会平等的社会自治（即所谓的公民社会）已经非

常罕见，美国社会早已变成典型的利益集团社会，其政体必然早已变

成寡头性质；南美被亨廷顿总结为“普力夺社会”；非洲则是米格代

尔所说的“强社会”；印度仍然是种姓社会；大中东是伊斯兰社

会„„在这些“社会”中直接使用基于公民社会假设的治理方案，即

主张个人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能有什么好结果？自治是谁治？

它如何不变成不受制约的特权呢？这与“公民社会”的基本假设能相

符么？  

在上述诸社会类型中，伊斯兰社会以平等化为特征，但却显然与

公民社会无关。其他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而平等是公民社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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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基础，不平等社会中的各类社团，与其说是公民组织，不如说是

各共同体历史上都存在的各类社会组织，在欧洲这是有千年传统的法

团组织，它们显然不是所谓的公民社会。美国的利益集团社会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国家-社会关系，属于他们自己所说的“社会统合主义”

（其实哪里能统合得起来？能统合就不会出现“否决型政体”），普

力夺社会、强社会和种姓社会，当然不属于所谓的“国家统合主义”，

因为国家根本组织不起来，这种现象可称之为“社会分利主义”，这

样的社会形态与公民社会有什么关系？有趣的是，伊斯兰社会是以平

等为特征，但却不是西方人所说的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公民共同

体”，反而有些不妥协乃至极端化的倾向。所以，把凿空生造的公民

社会理论（即治理理论）运用于非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社会，这些国

家还能得到有效治理吗？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利主义”已经使得“国

将不国”，如果再强化这些团体，只能是以好概念（“公民社会”）

的名义，行了坏政治（“私民社会”）之实，这只会使他们获得更多

对抗国家的力量，而国家则更加碎片化，这就是二战以来包括治理理

论在内的各种发展理论完全失效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在历史上，

发达的公民团体也曾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法西斯意大利

和纳粹德国的产生都来源于活跃的社团组织。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西

方社会，社团组织也具有两面性，它既能促进民主发展，也能产生反

民主的结果。社团组织应当被看作一个中立的、可好可坏的政治变量

（因变量），其发挥积极或消极作用要视政治环境而定。1这无疑是一

                                                             
1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Apr., 

1997), pp. 4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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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令人沮丧的发现，但却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基于对社会性质的认识，社团组织并不是“自

变量”，社会性质本身才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自变量”——社会性质

决定了社团主义并不总能等同于公民社会。这并不是不鼓励研究社会

自治并推进社会自治，而是说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认识特定社会的根本

属性，再强大的力量都不可能将社会塑造成想要的模样；一旦出现

“自治”不当引发的混乱局面，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始终是国家，而不

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

理论。1 

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以“社会

分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带来的问题，比如中国高铁项目（雅加

达—万隆）搁浅，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制、地方势力之间的恶斗和碎片

化的政府权力，这使得印尼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视总统佐

科的基础建设计划付诸东流。2不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就无法

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就难以顺利推动。可

见，研究作为社会制度基础的社会性质，不仅是国家治理理论的需要，

更是全球治理的战略性任务。政治学是治国理政之学，不加分析地滥

用“好概念”，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更直接导致政治性危害，危害

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

                                                             
1
 参见杨光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第 3-22 页。 
2
 刘天中:《印尼高铁搁浅的制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年中国政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杨光斌教授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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